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①

陈　　波

摘　要：２０世纪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语言与世界直接

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语言表达式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意义。形式语义学是这种主导

观念的典型代表。“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缩写为ＳＣＬＭ）接续后期维特根斯

坦、奥斯汀、格赖斯、塞尔、达米特、大卫·刘易斯、布兰顿等人的工作对上述主

导观念提出批评，并尝试系统地回答如下重要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

成？ＳＣＬＭ由６个命题构成：（１）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

上是一种社会现象。（２）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

与人的社会性互动。（３）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

意向所确立。（４）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之上。

（５）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

用法。（６）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ＳＣＬＭ 的关键

在于用 “语言、人 （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去取代 “语言和世界”的二

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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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波，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一、两种对立的语言观

什么是语言？语言如何工作？什么是语言意义？意义如何生成？在当代语言学

和语言哲学领域内，对这些大问题有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研究进路。

一种进路重点关注语言的形式维度，把语言视为一个抽象的、形式的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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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主要诉诸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技

术工具，把形式语义学作为其范例。它倾向于脱离语言使用者去考虑语言和世界之

间的指称或表述关系，其结果是忽视语言的社会性和约定性等特征。我们可以把这

种进路称为 “二元进路”。它起始于弗雷格，后来的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

乔姆斯基、戴维森和克里普克等人。

二元进路在形式语义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后者泛指有关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

的模型论语义学，包括外延语义学和内涵语义学。按照外延语义学，我们从一个待

解释的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Ｌ开始，把Ｌ的构成要素映射到一个 “世界”（或 “模

型”）中。Ｌ的名字被映射到世界中的对象，谓词被映射到对象的集合或对象之间的

关系。作为这些映射关系的组合，语句最终被映射到真值：真或假。外延语义学的

主要目标是确定Ｌ中语句的真值。在内涵语义学中，语言Ｌ不再被映射到一个单一

的世界，而是被映射到可能世界的一个集合。其目标仍然是为Ｌ中的句子提供真值

条件。一个语句的意义被看作一个命题，等同于该语句在其中为真的那些可能世界

的集合。无论是外延语义学还是内涵语义学，都满足弗雷格所说的组合性原则。

形式语义学只关心个体词和谓词的客观所指以及公式的客观真值，不考虑这些

表达式的使用者以及他们在使用这些表达式时的意图、习惯和传统，因此变成了一

种客观主义的语义学。根据莱可夫的说法，它至少包括如下论题：（１）真值条件意

义的学说：意义以指称和真值为基础；（２）符合真理论：真在于符号和世界中事态

之间的符合或对应；（３）客观指称的学说：有一种 “客观上正确的方式”把符号与

世界中的事物相关联。① 阿尔伯塔兹则认为，形式语义学包括如下７个重要假设：

语言能够作为算法系统来描述；语言系统是自足且自主的，对它的分析不需要参照

语言之外的事物；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的一个独立层面；语法具有生成性，

可以生成某一语言的所有句子；意义可以用逻辑形式语言根据真值条件得到客观的

描述 （形式主义假设），语言规则根据一个单义协调原则得到定义 （塔斯基假设）；

语义学是严格组合的 （弗雷格假设），其重要性与句法相差甚远；像类比、隐喻之类

的现象和辐射型概念等，应排除在语言分析之外。② 正像波普尔的 “没有认识主体

的认识论”③ 一样，也可以把客观主义语义学叫作 “没有语言共同体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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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进路集中关注语言的社会维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强调人
类共同体对语言和意义的形塑或建构作用。它断言，没有单纯的语言和世界之间的

关系，后者取决于在其日常交往中使用该语言的人类共同体。正是语言共同体确立

了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指称或表述关系，给语言表达式赋予意义和相互间的意义关系。

为了合理地说明语言及其意义，我们不得不使用如下关键词：社会共同体、交流或
交往、意向性、约定、规则、语境、公共语言、共享意义等。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

称为 “三元进路”，其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格赖斯、塞尔、达米

特、大卫·刘易斯和布兰顿等人。

与三元进路的理论取向比较接近的是当代认知语言学。在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看
来，语言不是自主自足的系统，必须参照人的认知过程才能描述它；语言的词库、

词法和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语义先于句法，句法依赖于语义；意义先于真，理解

先于真，故用真值条件语义学去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是不合适的。① 例如，兰盖克

等人的认知语法建基于与形式语义学的那些假设完全相反的假设之上。②

关于语言研究的上述两种进路的区分，得到克里普克一段话的间接印证：“我发

现自己处于两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之中，被它们所撕扯：一种是 ‘乔姆斯基式’的，

认为自然语言中深层的合规则性，通过形式的、经验的和直观的技术的适当组合，

一定会被发现；另一种则是与之对立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认为许多 ‘深

层结构’、‘逻辑形式’、‘底层语义学’、‘本体论承诺’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哲学家
号称能够通过这些技术而发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我不知道如何去化解

这种紧张关系，但在本文中我默认了第一种倾向。”③

应该强调指出，二元进路已经发展出一些带有实质性的语言学成果，例如乔姆

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戴维森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蒙塔古语法、克里普克的可能世
界语义学等，它们大都能刻画语言的生成性或组合性，即语言使用者基于有限的语

言资源获得的对潜在无限多的长而陌生句子的理解能力。但是，三元进路却没有发

展出有影响力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甚至讨厌和反对任何牌号的 “理论”），

也没有获得多少有实质性的技术成果，或许应该把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
论和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除外。于是，在对语言和意义的两种不同研究进路中，

在整个２０世纪，二元进路始终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正如塞尔所断言的：“……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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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哲学和语言学中，对语言的标准说明倾向于低估并由此错误地解释社会和社会约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定的作用
獉獉獉獉

。”①

笔者下面将提出和论证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ＳＣＬＭ），② 它包含６个
命题，即Ｐ１—Ｐ６，其主旨是把语言的意义由 “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变成 “语
言、人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
影响。

二、语言的首要功能及其本质

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命题Ｐ１）
语言至少具有两大功能：公共交流和思维表达，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对
于 “哪一个是语言的首要功能”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却有很大的分歧。比如，乔
姆斯基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作为思维的工具，③ 而笔者则坚持认为交流才是语言
的首要功能。这两种不同看法将导致很不同的理论后果，因为思维可以是并且主要
是个人的事情，乔姆斯基因而强调语言是个人的一种天赋能力，有遗传学基础，具
有普遍性、自主性等特征。交流却必须在社会中进行，其目的是为了合作，合作是
社会共同体的行为，受集体意向性支配，笔者将由此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意义的公
共性等特征。因此，对语言首要功能的不同看法将会产生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语言
和意义观。

笔者把交流视为语言的首要功能，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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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这个词被用在各种不同领域，有各种牌号和学说立场。在
形而上学领域，建构论常带有反实在论色彩，至少是避免作出明显的实在论承诺。在
认识论领域，建构论者断言：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家建构出来的，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
的发现；科学概念是为了解释感觉经验而提出的心智构造；在科学中，不存在单一有
效的方法论，相反有各式各样有用的方法。就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言，笔者是一位坚
定的实在论者，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而独自存在的外部世界，尽管严格证明这
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就语言和意义而言，笔者却是一名坚定的建构论者：语言
及其意义都是人类共同体的 “建构”。与外部对象不同，语言和意义可以脱离单个使用
者，但不能脱离语言共同体：没有语言共同体，就没有相应的语言和意义。语言共同
体的需求、兴趣、意向、约定、认知，甚至是其全部生活实践，都会在其所使用的语
言及其意义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在使用、理解、解释、说明语言及其意义时，我们切
不可抽离掉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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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言因人的交流和合作的需要而产生。人类祖先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类
人猿，在身体机能的许多方面都比不上其他动物。为了防御野兽的袭击，也为了
获取食物及其他生存资料，它们需要成群而居、相互协作、共同 “劳动”，由此产
生交谈的需要，以便沟通思想、交流情感、协调行动，并且向下一代传递积累起
来的生存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肯定了语言、意识与交流在发生学意义上
的相互关联：交流和协作的需要促使语言和意识的产生，而语言和劳动一起又促
成从猿到人的转变最终实现。①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在其原始用法中，

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行为方式，

而不是思维的工具。”②

其次，没有公共交流的需要，就没有人类语言的存在。那位广为人知的漂流到
孤岛的鲁滨孙，原来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带着他先前的人类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

现在设想有另一个人叫 “罗宾孙”，他从来就没有与人群一起生活过，也没有任何先
前的语言记忆，他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从小被抛到一座孤岛上独自生活。他会想到
去发明一种只供他自己使用 （例如，用于思考和记忆）的语言吗？回答是：大概不
会，因为他没有这样的需求、智识和经验。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虽然每个人都
有得自遗传的生理基础，如健全的大脑、灵活的发音器官和敏锐的声音器官，由此
可以发展出实际的语言能力，但这种语言能力的真正实现却离不开后天社会环境的
触发。从小离开人群生活的婴儿，例如在印度发现的几位 “狼孩”，他们都不会说
话，甚至我们也不能教会他们说话，早期脱离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已经使他们失去
了掌握人类语言的能力。甚至长期离开人群而独自生活的成年人，其原有的语言能
力也会逐渐丧失。

最后，语言随着交流需求的扩大而繁盛，随着交流需求的萎缩而衰亡。一门语
言，当其使用人口越来越多时，它必须满足的交流需求也就越来越复杂，其使用者
的生活世界和生活经验逐渐沉淀到该语言中，使得它在音位、词汇、句法和语义诸
方面都得到扩展和丰富，其表达手段也更趋于灵活多样，更加具有生命力。汉语、

英语、俄语、法语等就是这样的语言。有的学者指出，“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反映
了这个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③ 一类事物
在一门语言被分割和刻画的细密程度，常常与该类事物在该语言使用者生活中的重
要性程度成正比。例如，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受儒家文化支配的宗法等级社会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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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９１—９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１页。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ｎ　Ｃ．Ｋ．
Ｏｇｄｅｎ　ａｎｄ　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Ｉｎｃ．，１９８９，ｐ．３１２．
Ｆｒａｎｋ　Ｐａｌｍｅ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２１．



了做到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尊卑有等，必须明确每个人在家族中的角色和等级，

以区分其不同的权利、义务和礼仪标准，故在汉语中表述亲属关系的词汇特别丰富，

而在印欧语系等其他语言中情况却并非如此。

假如一门语言失去它所依附的社会，不再充当这个社会的交流工具，它的生命

力将随之丧失，最终会变成一门死语言。比如，在历史上，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东

南方拉提姆地方 （Ｌａｔｉｕｍ）的方言，在公元前５世纪初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随着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扩张，拉丁语作为行政语言传播到世界上广大的地

区。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欧洲不同国家交流的媒介语，也是研究科学、哲学和
神学所必须使用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仍然是研习任何人文学科的前提条

件。但时移势迁，因为拉丁语不再担负社会交流功能，最终变成了一门 “死”语言。

以上论述表明，交流是语言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语言的其他功能，如作

为思维的工具，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都是交流功能的派生物。若一门语言失去交

流功能，就不能再充当思维和表情达意的工具。由 “交流是语言的首要功能”可以

推知：语言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个推论不仅意味着：语言主要是在社会环境中使

用的，我们使用语言与其他人交流，在学习语言时必须依赖其他人，也经常彼此借
用表达式及其用法；语言还帮助我们去完成各种社会功能，它们甚至已经成为社会

制度性实在 （如货币和婚姻）的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个推论还意味着：语言

表达式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者及其共同体所赋予的；离开使用者共同体的生活、意

向、习惯和传统，语言与其意义的关联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将会变成某种

无法理喻的神秘物。

在其多种论著中，乔姆斯基几乎一贯地反对语言交流观——— “语言的功能是交

流”，将其称作 “虚拟的教条”（ｖｉｒｔｕａｌ　ｄｏｇｍａ），而坚决主张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在其２０１３年发表的 《什么是语言？》一文中，他再次明确表达了这些观点，并对此

给出了相对系统的论证。他断言：“……对语言设计的研究给出了好的理由，要求严

肃对待把语言视作本质上是思维工具的观点。……由此推知， ［语言］处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是语言的一个边缘性方面，对语言的特定使用———依赖于外在化，其

中包括交流———甚至是更边缘性的，这与那个未得到任何严肃支持的虚拟教条相反。

还可以推知：近些年有关语言进化的大量思辨，由于重点关注交流，也处在错误的

轨道上。”①

据笔者理解，乔姆斯基对他的看法给出了三大理由，第一个是批评性的，后两
个带有实质性，其有效性却有极大的争议。

第一，下面所引用的对那个虚拟教条的典型表述明显是错误的。“重要的是，在

语言使用者的共同体中，词语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假如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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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实现语言的首要目标 （ｅｎｄ）即交流。如果人们对词语的使用与大多数人附
加给它们的意义不同，他们就不能与他人有效交流。如此一来，人们就不能实现语
言的主要目的 （ｐｕｒｐｏｓｅ）。”① 乔姆斯基批评说， “语言有一个目标或目的”是很奇
怪的说法，因为 “语言并不是人类设计的工具，而是生物学对象，就像视觉系统、

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一样。这些器官有时候被说成具有某些功能，以便实现某些目
的。但此类说法也远不是清晰的”。② 笔者承认，这个批评有道理，但不是实质性
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提到的说法改成 “语言的首要功能”，以避开批评。

第二，来自生物学的证据：“有令人信服且意义深远的证据表明，如果语言是优
化设计的，它所提供的结构将适合于语义解释，却会对感知和语言处理 （因此对交
流）造成困难。”③ 从交流的角度看，语言并非上佳设计；倘若从思维的角度看，它
确实是最佳设计。乔姆斯基曾多次阐述过这一观点，例如在２００２年与人联名发表的
一篇论文④中。该文发表后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平克和杰肯多夫撰文争辩说，如果
语言是为思维而不是为交流设计的，将难以解释语言为什么要把义映射到音上，也
难以解释语言为什么要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学会。他们认为，天赋的语言官能是为了
让人在社会环境中学会语言，语言在运用短语结构、线性序列等去实现语义时常会
出现冗繁或冗余。说 “语言不是适应，对思维而言是最佳设计，没有冗余、在其片
断形式中不可用”等说法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他们两人提出并论证了相反的假设：

语言是对交流的复杂适应过程，是逐渐演变的。⑤ 其他认知语言学家也认为，语言
系统是约定俗成单位的高度冗繁的总汇，在对语言结构的认知表达中，冗余或冗繁
是大量存在的。

第三，基于 “语言是思维工具”所建构出的语言学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很多
有意思的案例都表明，在计算的便利和交流的便利之间存在直接冲突。在每一个已
知的案例中，前者都获胜；交流的方便被牺牲掉了。”⑥ 不过，乔姆斯基也承认，他
的理论面临一些反例或例外，但他自我安慰说，自从伽利略以来，“愿意受到困扰，

这是从孩童时代到高级研究中都值得开发的一个有价值的特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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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６５５．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６５５．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６６０．
Ｍ．Ｄ．Ｈａｕｓｅｒ，Ｎ．Ｃｈｏｍｓｋｙ　ａｎｄ　Ｗ．Ｔ．Ｆｉｔｃｈ，“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Ｗｈｏ　Ｈａｓ　Ｉ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ｉｄ　Ｉｔ　Ｅｖｏｌ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９８，２００２，ｐｐ．１５６９－１５７９．
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Ｐｉｎｋ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ｙ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ｈａｔ’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５，２００５，ｐｐ．２０１－２３６．平克等人与乔姆斯基等人进行了四
轮攻防，关于论战的概述，参见ｈｔｔｐ：／／ｉｔｒｅ．ｃｉｓ．ｕｐｅｎｎ．ｅｄｕ／～ｍｙ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ｏ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００２４２２．ｈｔｍｌ．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６５９．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６５１．



以上讨论表明，乔姆斯基对 “语言首先是思维工具”并没有给出足够强的支持，

他对 “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也没有提出毁灭性的批评，所提出的许多证据都受
到怀疑，至少还在争辩中，① 并且与我们关于语言及其功能的常识看法有严重冲突。

三、语言意义的来源

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
（命题Ｐ２）能够与外部世界发生因果性互动的，不是我们的心灵 （ｍｉｎｄ）或灵魂
（ｓｏｕｌ），而是我们的身体 （ｂｏｄｙ）。这里的 “身体”不是单纯的大脑和孤立的肉体，

而是处在与外部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中的身体。按照莱可夫等人的涉身哲学，

我们的心灵、认知、语言和意义都是涉身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我们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基
点和依托去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去建立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去建立我们
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体系。“涉身是我们与世界交互并使其具有意义的特性”，“涉身
交互是通过与人造物的交互来创造意义、操控意义和分享意义”。②

仅就语言而言，其意义来源于我们的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意义基于人的感
知，感知基于人的身体构造，认知结构和感知机制密切相连。人类因其身体构造运
用特殊的方法去感知世间万物，理解它们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
于身体体验的心理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 “人”和 “人体”的印记。我们必须以
“人”为本，以 “人体”为本，“根据从事思考的生物体的本性和体验来刻画意义。

不只是根据个体的本性和体验，而是根据种属和共同体的本性和体验”。③

语言中基本词汇大多与身体经验和空间直接相关，是身体感知世界、对其概念
化的直接产物。例如，空间方位词 “前”、“后”、“左”、“右”是以说话人或拟人化
的物的方位为参照点的，它们反映了说话人对自身和周围的相对空间关系的体验和
认识。“买”和 “卖”描述的是同一个行为，只是说话人的着眼点不同：他站在交易
双方中哪个人的角度说话。语言中更抽象复杂的词汇大多由基本词汇通过隐喻映射
机制演变而来。莱可夫等有一个著名的断言：“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性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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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新近争议，参见相关报道和评论：Ｔｏｍ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Ａｎｇｒｙ
Ｗｏｒｄｓ，Ｗｉｌｌ　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Ｄ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ｚｏｎ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１３１２６０／．
Ｐａｕｌ　Ｄｏｕｒｉｓｈ，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２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Ｗｏｍｅｎ，Ｆｉｒｅ，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Ｗｈ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６６．
Ｇ．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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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语言结构映照了我们的身体经验。看下面的两组例子：（１ａ）房顶
向下缓缓倾斜；（１ｂ）房顶向上缓缓翘起。

若把句子的意义等同于其真值条件，则 （１ａ）和 （１ｂ）的真值条件相同，因而
其意义应该相同。但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句子的意义差别，主要在于 “视角”不
同：（１ａ）表明说话者从上往下看，而 （１ｂ）表明说话者从下往上看。

关于语言意义的社会性来源，笔者将引用伯奇的观点和论证作为依据。伯奇论
证说，超出当下社会互动的社会性因素，在确定个人习语中词语的意义时发挥了实
质性作用。他把语言部分地看做是社会现象，这不仅因为语言在社会语境中的学习
和使用，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人所用词语的意义依赖于语言共同体中其他人对这些
词语的使用，有关个人习语的语义事实严重依赖于它们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的关系。①

为了确证个人习语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性的———其意义必须以非个体主义的方式被
确定，伯奇构想了一个有名的思想实验。有一个人使用 “关节炎”一词，以表达与
他的关节肿痛有关的许多思想。有一天，他说 “我的大腿部位患了关节炎”。如果那
个人所属的语言共同体只把 “关节炎”用于关节肿痛，那个人所说的话就是假的。

伯奇然后设想另一种反事实的情况：那个人所属的语言共同体既把 “关节炎”用于
关节肿痛，也用到其他风湿性疾病上。在这种反事实情况下，那个人的身体状况和
身体经验都未发生变化，他所作出的那个陈述也非真即假。但那个人所说的那句话
的真值在两种情况下却是不同的，因为它在不同情况下表达了不同的意思。伯奇由
此作出结论：从那个人嘴里说出的 “关节炎”一词的意义，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同
的，因为那位说话人将属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伯奇希望由此表明：某个人所用词
语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有关那个人的事实，还取决于那些词语在更大的语言共同体
中的用法，实质性地依赖于那个人周围的其他人的语言实践。在澄清所用词语的意
义、确定其指称时，那个人基于认知的理由而不是实用的理由去依从他所属的语言
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接受他们的订正或认可。②

笔者认为，伯奇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所用词语的意义不仅随附在有关
我们对那些词语的使用上，而且随附在语言共同体中其他人对那些词语的使用上。

由于社会因素属于语言和意义的构成要素，因此，语言和意义都是社会现象。笔者
甚至接受如下更强的断言： “一门语言的表达式的社会意义确实是由两大因素决定
的：一是它们的个体意义，即那些表达式对于单个语言使用者的意义，二是在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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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共同体中所存在的语言权力结构。”① 社会中的权力分配也会对语言表达式的流行
程度和意义界定产生影响，例如政治领袖和其他公共权威的话语模式更容易得到广
泛传播。

四、语言的意义与集体意向性

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命题Ｐ３）
“意向性”（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即 “关涉性”（ａｂｏｕｔｎｅｓｓ）：某些东西是关于、指向或表征其
他东西的。许多心智状态、心智现象、心智行为、心智事件都有 “关涉性”：“狗是动
物”这个信念是关涉狗的，想要有一条宠物狗，看见许多狗在打架，也是关涉狗的，

因此也说它们都有 “意向性”。“集体意向性”（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则是指一个群
体、组织或社会所具有的意向状态，如意欲、打算、相信、接受等。至于是该集体中
的多数成员、绝大多数成员还是全部成员都具有该种意向状态，集体意向性是否可以
归约为该集体中 （许多或每位）个别成员的意向性，这是有争议的。 “集体意向性”

被用来解释社会群体中的协调和合作行为，也被用来解释社会规则、社会事实等。

塞尔在 《意向性———论心灵哲学》一书中断言，每个意向状态都有一个意向内
容，后者决定了该状态的满足条件。一个意向状态正是通过其意向内容才与其对象
发生关联，该状态可以说 “表征”了满足这些条件的事态，尽管那里并不一定有任
何影像或描画。每个状态也有决定其适应方向的心理模式。当心灵适应世界时，我
们得到真理；在成功满足的欲求中，世界最终适应心灵。

塞尔认为，语言依赖于人的心灵，通过说话者在其言语行为中与实在相关联。

说话者使用名称去指称他们意图指称的个体，使用句子去描述他们想要描述的状态。

也就是说，意向性影响、控制、引导人的言语行为。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取决于我们
对心智意向状态的分析，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被归结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的特殊情形。

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将成为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塞尔从意向性角度探讨了语
言与实在的关系：借助于像 “背景”、“网络”和 “意向内容”等概念，他发展了关
于专名的意向性指称理论：“对象不是先于我们的表征系统给予我们的”，② 我们的
表征必须居于名称和所指之间。

基于上述观点，塞尔强烈批评 “语义外在论”：意义仅仅与说出的词语与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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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① 例如，对 “我”来说，“水”这个词意指它所意指的东
西，并不是因为 “我”具有某种与那个词相关联的心智内容，而是因为存在着把
“我”与世界中水的各种实例相关联的因果链条。外在论已经导致了一个宏大的研究
计划：试图描述产生意义的那些因果关系的本性。塞尔预言，“没有人能够对于意义
是外在于头脑的某物这一点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因为此类外在现象不能像意义将
语词和实在相关联那样，发挥将语言与世界相关联的作用。为了解决内在论者与外
在论者之间的争执，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关下一问题的更为精致的观念，即说话者头
脑中的心智内容如何被用来把 （特殊地说）语言、（一般地说）人类主体与由对象和
事态所组成的实在世界相关联。”②

笔者赞同塞尔的分析和评论，并认为，语言并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式系统自
动地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例如，名称并不自动地指称外部对象，句子并不自动地
描述外部的事态或事实；躲在语言背后的是人，正是使用语言的人 （语言共同体）

让语言与世界发生关系，通常是指称或表述关系。名字与对象的指称关系既取决于
我们如何理解名称，也取决于对象在世界中处于怎样的状态。同样，句子的真假也
取决于两个因素：我们的说话方式和事物在世界中的存在样式。直白地说，名称本
身并不指称对象，而是人使用名称去指称对象；句子本身并不描述事态或事实，而
是人使用句子去描述事态或事实。由此观之，语言作为自主自足的体系是一种虚构，

脱离人去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条歧途。

顺便指出，莫里斯曾把符号学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分成三个分支：语形学 （ｓｙｎｔａｘ）、

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和语用学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其中，语形学只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
的结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符号
所指对象和符号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然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
研究相应地也有三个不同维度：语形、语义和语用。这种说法似乎被广泛接受，但
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在我看来，语义学
并非不考虑语言使用者，它只是不考虑个别的语言使用者，而必须考虑语言共同体。

在语义学层次上谈论语言表达式的含义和指称，都是相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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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语义外在论至少有两种版本，取决于从认知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角度去看
待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按认知解读，可为思想者利用的概念或内容是由思想者所处的
环境决定的，或者是由他们与其环境的关系决定的；按语言学解读，一个词语的意义
不是由说话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在有些论者那里，
“环境”仅指说话者所处的物理环境；在另外的论者那里，环境还包括说话者所处的社
会环境，但对于社会环境中所包含的要素，仍有不同解读。下面引述的塞尔对语义外
在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普特南的 “孪生地球论证”，也针对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性和因
果历史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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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和指称，可以称之为 “语义意义”或 “字面意义”。语用学不仅要考虑语言共同
体，更要考虑个别的说话者，后者在特定语境中带着特定意图说话，会使其中的词
语和整个话语产生出偏离字面意义的特殊意义，可以径直称其为 “语用意义”。按我
的理解，不管是语义学还是语用学，都要研究语言、人和世界三者间的关系，其区
别只在于所涉及的是语言共同体还是个别的语言使用者。

在很多时候，语言活动中的集体意向性并不以契约、协议或一致同意的形式出
现，而是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趋同。以下四种情形很好地体现了集体意向性影响
语言和意义的不同等级：

（１）法律语言，源自民众对立法机构的授权。在现代民主社会，立法机构成员
大都由选举产生，尽管选举方式有所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有
一定的民意基础。在立法过程中，法律条文经过相关人员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反复进行讨论，最后通过法定的审查和审批程序。获得通过的法律条文，尽管很难说
它们体现了全民意向，但至少可以说，它们体现了一部分甚至是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意
向，有集体意向性存乎其间。法律语言的意义和所指是由立法机构规定的：一个法律
词汇或法律条文的精确意思是什么，它们适用于什么样的法律案例，都有赖于权威法
律机构的规定和解释，也有赖于司法和执法人员的理解。很明显，法律语言不会与其
对象世界直接发生关系，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人让它们与其对象世界发生关系。

（２）政府文书，其权威性来自法律制度的授权。政府机构是依据宪法和其他法
律成立的，各种法律条文规定了它们的组织形式、职责、行事方式和守则。它们本
身的权威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授权，二是它们承担着社会的日常管
理功能，这些功能在任何时代、国家、社会都是需要实施的，例如发行钞票、婚姻
登记、惩治犯罪、管理交通、发展经济、保卫国家，等等。可以说，政府机构实施
管理功能，直接得到法律的授权，间接得到民众的授权，它们所颁发的各种政府文
书，也有某种集体意向性存乎其间，是集体意向性让它们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３）科学词汇，其背后是享有特殊地位的科学家共同体。普通民众忙于生计，

忙于创造物质财富，研究精深学问的任务只能交给知识精英，后者质疑常识，探究
未知，构想各种新的可能性，创造出许多陌生新奇、令人高深莫测的术语和表达方
式。文科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自成圈子，其内部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和职业伦理，有得
到认可或否定的程序、方法与规则。很多术语和表达方式在其内部圈子内得到某种
程度的集体认同之后，开始向民间社会扩散。在这些问题上，民间社会让渡他们的
权利，赋予学者和科学家以特殊地位，接受后者的研究成果及其解释。正如普特南
所提出的语言分工假说所言：“每个语言共同体都表现出上面所说的那种语言劳动分
工，也就是说，至少拥有一些词汇，与之相关的 ‘标准’只有少数掌握它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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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人对它的使用则依赖于他们与上述少数人的有条理的分工合作。”① 通过此种
方式，科学词汇和相应的表述方式也获得了集体意向性的加持。

（４）日常词汇，来自语言使用者之间潜移默化的趋同。在日常词汇上，由普通
语言使用者说了算，但不是由个别使用者，而是由大多数使用者说了算。在当今的
网络社会，许多普通人都在网络上获得了自由表达的空间，有些人发明了许多新的
词汇和说法，或者赋予某些旧词汇和旧说法以新内涵，但其中有些词汇和说法没有
得到语言共同体内多数成员的认可，没有流行开来，逐渐消亡；另外一些词汇和说
法却得到认可，被共同体的很多成员跟进使用，大家的用法逐渐趋同，成为某种形
式的公共选择，这种公共选择甚至可能被语言学家所接受，编进各种词典、百科全
书和其他工具书，成为正式语言的一部分。

五、语言的意义与语言共同体

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之上。（命题Ｐ４）笔
者认为，在使用某门语言时，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以 “约定”的形式出现，这些
约定控制着该语言的实际使用。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和意义的本质特征就是约定性。

一个语词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对象的名称，也可以成为那个对象的名称；一个句子本
来可以表述这个事态，也可以表述另外的事态。一个语言成为它现在所是的样子，

它具有它现在所有的那些词语，那些词语具有它们目前所具有的意思，那些词语通
过该语言现有的句法和语义规则加以连接组合，并没有什么先天必然的逻辑，而是
该语言共同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产物。

在其多篇论著②中，刘易斯先提出了关于 “约定”的一般性说明，然后给出了
关于语言约定性的特殊论证。他把多种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定义为一个个抽象实体，

即由表达式和意义组成的序偶集：一个语言是从句子 （有穷长的声音串或书写记号
串的集合）到句子意义的函数。而且，句子Ｓ的意义就是它在其中为真的可能世界
的集合，即一个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在刘易斯看来，正是约定使得一个抽象
语言成为被某个共同体实际使用的语言，定义如下：语言Ｌ是由共同体Ｐ所使用的
一个语言，当且仅当，在Ｐ中盛行关于Ｌ中诚实性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和信任 （ｔｒｕｓｔ）

的约定，靠共有的交往兴趣来支撑。（ａ）说话者ｘ在语言Ｌ中是诚实的，当且仅当，

只有ｘ相信Ｌ的一个句子为真时他才会说出这个句子； （ｂ）说话者ｘ信任语言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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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意义”的意义》，陈波、韩林合主编： 《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
选》，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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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ｘ把Ｌ中的诚实性归属于其他人，倾向于相信他们的Ｌ话语都是真实的，

并据此在行为上作出反应。（ｃ）约定持续有效的依据是我们对交往的兴趣：通过使

别人认识到我们的意图，我们企望由此引起某些反应，等等。基于关于约定的一般

性说明，刘易斯分两步论证了他对语言Ｌ的约定性解释。其次，刘易斯论证说，如

果在Ｐ中盛行关于Ｌ中诚实性和信任的约定，靠对交往的共同兴趣来支撑，则Ｐ使

用Ｌ。刘易斯说，他还没有发现任何反例。

以下由笔者直接论证语言和意义的约定性，列出三点理由：

（１）如果不依据诚实性和信任的约定，语言交流就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也难

以持续有效地进行。语言交流获得成功的标志是：说话者在说话时，预期在听话者

那里会引起何种反应；听话者根据他对说话者话语的理解，做出他认为适当的回应，

并预期在对方那里会引起何种反应。如果对话双方都获得预期的回应，这表明他们

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循此模式，对话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此类对话能够进

行下去的最基本条件是：对话双方的行为必须表现出某些合规则性，其中之一是，

说话者说他认为真实的话，听话者把说话者的话当作真话来听，对话双方可以按话

语的字面意思来说话和听话，不用费力去猜测对方的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种

合规则性是，说话者很不诚实，总说假话；或者，听话者疑心重重，完全不相信说

话者的话。即使这样，对话仍可进行下去，假如说话者知道听话者习惯于从反面理

解他的话，则他可以系统地说假话，由此达到把真话传递给对方的目的；假如听话

者知道说话者系统地说假话，他也可以总是从反面来理解说话者的话语，从而达到

把握真相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形下，关于诚实性和信任的约定仍然在交流中发挥作

用，只不过以 “特别的”方式。真正使得对话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形是：对话双方的

话语模式没有表现出任何合规则性，说话者在说真话和说假话之间无规则转换，使

得听话者无从判定他的某句话究竟是真还是假；听话者在理解听话者的话语时，也

全凭他一时兴起，时而把对方话语信以为真，时而又怀疑对方话语为假，这将使得

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说。如此一来，对话双方即使倾尽全力，也

很难达成相互理解，交易成本太高，最后导致放弃对话。

在刘易斯关于诚实性和信任的约定中，实际上所内蕴的要求就是交流双方要相

互合作，格赖斯将此类要求系统地表述为合作原则：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

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该原则底下

还有四组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①

有不少学者对刘易斯的诚实性约定和信任约定提出质疑：在现实的言语交流

中，违反诚实性和信任约定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说话者有意说假话骗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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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反讽、夸张、幽默、调侃等话语形式，或者讲故事、玩游戏，或者荒唐误用，

甚至胡言乱语，在这些情形下，即使听话者不信任说话者，但还是可以理解他的

话语的意思。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构成诚实性和信任约定的反例。只有当一个人

所说的话大部分是真话时，我们才有可能分辨出他所说的某句话是假话，并找出

他说该句假话的深层原因和意蕴；只有当听话者的理解行为表现出某种规律性
（信任说话者或者不信任）时，我们才会把他当作对话伙伴，并且在他偶尔说出某

些怪异话语、做出难以理喻的回应时，我们也会根据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其派生

准则，认定他仍然在合作，尽管使用了反常的方式，由此推测出他别有苦衷，另

有深意。“反常”只是对规则和约定的表面违反，我们仍然必须根据规则和约定去

解释它们。

（２）语言表达式的字面意义或词典意义来自于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趋同。如前所述，语义学并非只探讨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更要探讨

语言、人 （语言共同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语义学层面上谈论语言表达

式的意义和指称，都是谈论该表达式被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所接受和认可的意义和

指称，后者是其字面意义或词典意义。很显然，这种意义来自于语言使用者之间
潜移默化的趋同，来自于他们无意识作出的公共选择。当笔者强调语言和意义的

约定性时，就是在强调语言表达式的词典意义是约定俗成的。除了这种约定俗成

的词典意义外，语言表达式没有别的 “语义意义”。特定的语言表达式在特定语境

中被特定说话者带着特定意图说出时所产生的特殊意义，属于 “语用含义”或
“会话含义”的范畴，常常表现为对字面意义的某种偏离。如果这种偏离在语言使

用者中广泛流行开来，也有可能被接纳为该词语的词典意义。以近些年在汉语网

络文化中流行的 “囧”字为例，它是 “冏”的衍生字。“冏”，古汉语象形字：窗

口通明，本义为 “光”和 “明亮”；生僻汉字，古代常用，近现代几乎不用。近些

年被网友发掘出来，赋予新含义，象征悲伤、无奈、窘迫或极为尴尬的心情，因

为若把 “囧”字看成一张人脸，则 “八”就是两道因悲伤和沮丧而下垂的眉毛，

“口”则是张口结舌的那个口。当一个人说 “我很囧”时，可以想象他的那副表情

完全与 “囧”一样。并且，“囧”字发音与 “窘”字 （窘迫、窘态）同，于是受到

广大网友追捧，成为网络热词，并被其他大众传媒广泛使用。

笔者认为，词典、百科全书和各种手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等反映了我们关于名称、

语词或短语的句法和语义的 “共识”，它们最好地体现了语言表达式的含义、指称

和用法的约定性特征。词典、百科全书、手册的编撰流程大致如下：数据采集，

即建立语料库或数据库；由专家筛选并最后确定条目；由专家撰写相关释文，多

次征求他人意见而修改；再由编辑加工处理，直至最后出版。蒯因指出：“词典编

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如果他把 ‘单身汉’

解释为 ‘未婚的男子’，那是因为他相信，在他自己着手编写之前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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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爱的用法中已不明显地含有这两个语词形式之间的同义性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里所预先
假定的同义性概念大概仍须根据同语言行为有关的一些词来阐明。‘定义’是词典
编纂人对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①

（３）公共语言具有相对于个人习语的优先性。由前可知，语言的赋义主体不
是个别语言使用者，而是整个语言共同体。个别人的赋义活动必须得到语言共同
体的认可，才能转化为公共的赋义活动；否则，该赋义活动将因得不到认可和传
播而失败。有人提出质疑：究竟是个体的赋义活动在先，还是共同体的 “意义”

在先？

按笔者理解，当戴维森在彻底解释的语境中，质疑社会性和约定性对于语言交
流和语言理解的必要性时，他在把个人习语置于优先于公共语言的地位，还依据有
些说话者反常的说话方式去断言： “……约定并不是语言的一个条件。……真相在
于，语言是拥有约定的一个条件。”② 例如，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一幕戏剧中，

有一位文化水准不高却又附庸风雅的玛拉普罗太太 （Ｍｒｓ．Ｍａｌａｐｒｏｐ），说出了如下
的英语句子：“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ｉｃｅ　ｄｅ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ｐｉｔａｐｈｓ”（这是墓志铭的一种美妙错
乱），显然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句子，但我们根据对该太太的了解和相关的英语知识，

猜测她大概是想说：“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ｉ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ｐｉｔｈｅｔｓ”（这是性质形容词的一
种美妙搭配）。由此或许可以达成正确的理解，但这里并不要求我们与那位太太分享
她对这些词语的使用和约定。笔者认为，这个例证并不足以挑战公共约定和共享意
义对于交流和理解的必要性，也不足以挑战公共语言相对于个人习语的优先性。这
是因为，假如个别说话者不以公共约定为出发点，而是对他或她所用的每个词都赋
予全新含义，对这些词语作出全新的句法排列，他就是在讲一种其他人从未接触过
的 “外语”，听话者将无法 “理解”他的话语。仍以玛拉普罗太太为例，假如她这么
说话：“Ｅｐｉｔａｐｈｓ　ａ　ｎ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ｄｅ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恐怕就没有任何一个母语为英语
的人能够理解了。同样，也没有汉语使用者能够理解如下的汉语 “句子”：“位那
吗唱达巴故”。实际情况是：个别说话者在大致遵守公共的句法规则和语义约定的
基础上，只是偶尔作出一些小的偏离和变通。例如，倘若上面那位汉语说话者这
么说话：“那位女士唱达巴故”，尽管不知道 “达巴故”确切指什么 （大概是某种
吟唱吧？），我们大致上还是懂得他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意义是在先的，

个别说话者的赋义活动居于从属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得承认双向互动：一是个
别的语言使用者的赋义活动，一是语言共同体的 “筛选”、“提炼”和 “认定”。没
有前者，公共 “意义”将成为无源之水，蜕变成少数人的任意规定，语言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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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性”这一本质特征；没有后者，语言交流将丧失公共平台，难以实现相互理
解和沟通。

还有必要对如下两个重要的反对意见作出简短的回应。
一是乔姆斯基等人所提出的一个质疑：“即使承认语言是用于交流的，也不要求

意义 （声音或结构）是共享的。交流不是或有或无的事情，而是或多或少的事情。

如果没有足够的类似性，交流会在某种程度上失败。”① 这就是说，成功交流只是碰
巧发生的事情，从来得不到保证，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成功交流的例子，例如茫然
不解或完全误解。但交流不成功不等于没有使用语言。笔者的回应是，第一，尽管
不成功交流时有发生，但大部分语言交流还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群体生
活能够正常进行，社会事务能够正常运作的原因。第二，导致交流不成功的，恰恰
是缺乏公共的约定和共享的意义，从而就没有彼此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第三，当遇
到交流不成功的情形时，如果确有必要，我们会作出各种努力去促使交流成功，其
可能途径是：重新解释我们话语中的关键性概念，改用更合适的句子形式，澄清相
关的背景知识，使话语中的条理更为清晰，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想搭建一个公
共平台，使对话双方在话语模式上逐渐接近，由此达到意义 “共享”。
二是经常遇到对语言约定论的如此质疑：它似乎不能说明语言的生成性或创造

性，即人们如何在掌握有限的语言资源的情况下获得对潜在无限多的长而陌生的句
子的理解能力。笔者认为，这个指责是不公正的。说明和刻画语言的无限生成潜能
并不是二元进路特别是形式语义学的专利，甚至像蒯因这样的行为主义者也在努力
说明它。蒯因区分了语言学习的两个阶段，一是实指学习，一是类比综合或类比跳
跃，有时候也称作 “外推”（ｅｘｔｒｏｐｌａｔｉｏｎ）。儿童通过实指———即在所指对象在场的
情况下，用手指指着对象———学会了很多名词，如 “妈妈”、“眼睛”、“手”、“脚”

等，还学会了一些短句子，例如 “我的手疼”。他通过类比或外推，自然就会说 “我
的脚疼”，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② 像笔者这样秉持三元进路的研究者还会
补充说，我们在公共的语言实践中学会了很多词语，也同时学会了很多语言结构，

特别是句法结构，这些结构本身就告诉我们，如何从已有的语言材料去生成我们先
前没有听说过的更复杂的新组合，特别是长而陌生的句子。如果初始习得的语言材
料和语言结构是基于公共约定之上的，由它们生成的那些更新更复杂的结构也就获
得了一种派生的约定性。

六、语义知识、百科知识与语言共同体

语义知识是经过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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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Ｐ５）至此，我们可自然引申出如下结论：语义知识与经验知识之间没有截
然分明的界限；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我们的语言
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这个结论在精神气质上与某些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暗
合或接近。

例如，兰盖克提及认知语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词汇意义无法与关于词语所指
事物的一般知识截然分开。我们对某一给定类别事物的知识经常是丰富且多层面的，

涉及许多经验和观念领域，其显著程度、详细程度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不应
该把一个词语看作是体现了一个固定的、有限制的和独特的语言学上的语义表征，

相反，应将其视为提供了进入不确定多个观念和概念系统的通道，该词语以一种灵
活的、开放的和依赖语境的方式引发了这些观念和概念系统。”① 他以 “树”字为
例：我们关于树的知识包括其物理性质，如形状、高度、颜色，也包括其生物属性，

如生长速度、根系、再生、光合作用、落叶，还包括其用途，如木材、树荫、食物
来源，以及大量其他刻画，如森林、动物家园、如何砍伐，等等。在原则上，所有
这些刻画都在某种程度上进入 “树”字的意义中。

笔者认为，兰盖克的上述说法有大量证据支持。举汉语中 “牛”字的释义为例：
“牛１　ｎｉú① ［名］哺乳动物，反刍类，身体大，肢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
尖端有长毛。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我国常
见的有黄牛、水牛、牦牛等。② ［形］固执或骄傲：～脾气∣～气。③ 〈口〉［形］

本领大，实力强：～人∣这个球员简直太～了，打败了所有对手。④ 二十八宿之
一。⑤ （Ｎｉú）［名］姓。”②

这个词条列示了 “牛”字在现代汉语中的五种用法，来自对当代汉语实践的概
括与提炼。释义①解释作为动物的牛：“哺乳动物，反刍类”描述牛的类属；“身体
大，肢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尖端有长毛”描述牛的形状；“力气大”描述
牛的一个特征， “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描述牛的用
途；“我国常见的有黄牛、水牛、牦牛等”描述牛在中国的分布。所有这些都是关于
“牛”的经验知识，列在权威词典内就变身为关于 “牛”的语义知识。这种情况具有
一般性，因此可以说：语义知识来自经验知识，是对人们的语言实践的归纳与总结。

苏珊·哈克曾详细考察了生物学中从 “蛋白质”（ｐｒｏｔｅｉｎ）到 “ＤＮＡ”和 “ＲＮＡ”
（核糖核酸）这些概念的演变史，意图说明经验知识逐渐进入词典成为语义知识，以
至经验知识和语义知识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这段历史表明了与科学家的下述过程有
关的一些东西：调整和重新调整他们的术语，并且转换和改编现存词语的意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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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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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造出一个更好地表征新材质的真正类型的术语。“ｐｒｏｔｅｉｎ”一词已经失去了第一位

重要性的暗示；“核糖核酸只能在细胞核中发现”也不再是分析句；旧词 “ｎｕｃｌｅｉｎ”

已经分步骤地被 “ＤＮＡ”最终代替了；“ＤＮＡ”本身已经获得新的复杂内涵，并且

生出了新的更精细的术语后嗣；如此等等。在韦伯斯特辞典中，“ＤＮＡ”的定义证

实了这样一点：这个词确如皮尔士所说，已经 “在使用和经验中” “获得了信息”；

知识经过某种类型的沉淀，成为它的意义。

可能有人反驳说，韦伯斯特词典的定义把 “ＤＮＡ”的意义与人们关于 “ＤＮＡ”

的知识相混淆；把该定义按其表面价值看作是在简单给出该术语的意义，就是误把

重要的生物学发现———ＤＮＡ是遗传物质，它有双螺旋结构，等等———表征为分析真

理。哈克对此回应说： “理所当然，我不否认这些是主要的生物学发现；我也不否

认，在做出这些发现之时，ＤＮＡ是遗传物质，它是一种双螺旋结构等等，并不是
‘ＤＮＡ’意义的一部分。……我的论题部分地是意义随知识的生长而生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既意
獉獉獉

味着
獉獉

‘［Ｘ］的意义
獉獉獉

’和
獉
‘我们拥有的关于
獉獉獉獉獉獉獉

Ｘ的知识
獉獉獉

’之间的区分是一种人为的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分
獉
，也意味着
獉獉獉獉

‘分析的
獉獉獉

’最好理解为
獉獉獉獉獉

‘分析的
獉獉獉

，若假定那些词语在时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ｔ的意义
獉獉獉

’

的省略说法
獉獉獉獉獉

（这最后一个想法应该不会令人吃惊：‘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ｓｉｌｌｙ　ｓｏｏｔｈ’在

现代英语中毫无意义；但在莎士比亚时代却是分析句，当时 ‘ｓｉｌｌｙ’意味着 ‘ｓｉｍｐｌｅ
（简单）’，而 ‘ｓｏｏｔｈ’———如在 ‘ｓｏｏｔｈｓａｙｅｒ’中———意指 ‘ｔｒｕｔｈ’。）”①

由于外部对象处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具有多个面向和多重属性，因此，对指

称、描述这些对象的词语意思也要从多个角度加以刻画。莱可夫提出 “理想化的认

知模型”（记为ＩＣＭ），它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 （记为ＣＭ）之上的一种复杂整合

的完形结构，具有格式塔性质。例如，关于母亲的ＩＣＭ包括：（１）生殖模型：要生

孩子；（２）遗传模型：提供一半基因；（３）养育模型：担当养育任务；（４）婚姻模

型：是父亲的妻子；（５）谱系模型：是孩子最直接的女性长辈。

泰勒后来用认知域 （记为ＣＤ）代替ＣＭ，认为：若想充分理解母亲，必须对父

亲作出相应的ＣＤ分析。基于传统社会的典型常规，他将父亲分为五个ＣＤ：（１）遗

传域：提供遗传基因的男性；（２）责任域：养活孩子和孩子的母亲； （３）权威域：

具有权威性，负责教育孩子；（４）谱系域：是孩子最直接的男性长辈；（５）婚姻域：

是母亲的丈夫。

上述关于母亲或父亲的五个ＣＭ 或ＣＤ，就构成了 “母亲”和 “父亲”的一个

复杂的集束模型，即ＩＣＭ，它比任一单独的ＣＭ 或ＣＤ都更为基础。倘若删除或修

改ＩＣＭ中的某个模型，就会得到这个范畴的非原型成员，例如 “生母”、 “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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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继母”、“代孕母亲”等；有些说法突显了ＩＣＭ 中的某个或某些ＣＭ，例如 “有人
养，没人管”（突显养育模型），“失败是成功之母”（生殖模型或谱系模型的隐喻用
法，删除其他模型）。这样的ＩＣＭ 具有很强的语义解释能力。① 显然，它们来自对
词语所指对象的经验研究。语义知识来自经验知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

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语义知识来自于经验知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如
此一来，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传统区分将彻底失去依据，变得仅具有相对的
意义：相对于某部给定的词典，或者相对于语言共同体在某个时期的语言知识。

七、语言意义的变化及其原因

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命题Ｐ６）如果不把
死语言考虑在内，任何一门语言都在不断变化———它的语音、词汇、句法和语义都
在变化。这是因为，由于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
不断变化的。为了适应人的认知、实践和生活的需要，语言共同体不断对语言及其
意义作出适应性调整。这会导致语言像一个有机的活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和生长过
程中，具体表现在：某些旧的语言表达式及其意义被废弃不用，直至死掉，甚至某
个语言都可以成为 “死语言”；某些新的表达式涌现出来，某些旧表达式的意义范围
也发生变化，例如缩小或扩大，如此等等。语言的这种演变在一个短的时段内也许
不易察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它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只要看一看古英
语和现代英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就够了。

笔者把导致语言和意义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１）语言所反映的对象世界在变化。比如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为了反映社

会生活的变迁，增收了许多新字新词新义，删除了一些旧词旧义。再以 “牛津”为
例，它从早先的一个专名，逐渐演变为一个名称家族，其中折射的就是对象世界本
身的变化和发展。据称，牛津 （Ｏｘｆｏｒｄ）最早是人们赶牛群 （ｏｘ）过河的一个渡口
（ｆｏｒｄ），它恰好位于英国中部的中心位置，处于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贸易通道的
交汇处。泰晤士河和查维尔河的卵石滩为人们提供了干燥的定居地，于是在这里形
成了最初的市镇———牛津镇。１１６７年前后，英国学生被禁止进入巴黎大学，遂选址
牛津开办学校。随着牛津大学在欧洲迅速成名，这里聚集的人口也越来越多，牛津
镇变成了牛津市，英国政府后来设立牛津郡。随着牛津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声誉日隆，

各种以 “牛津”为招牌的东西也流行开来，当然还有各种牛津人物，牛津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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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牛津英语词典》，等等。① 现在，“牛津”已经成为一个 “名称家族”，“牛津

市”和 “牛津大学”或许构成该家族的核心。这个名称家族有共同的起源，有连续

的演变历史，并且有共同的核心意义。

（２）语言所反映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在变化。以 “原子” （ａｔｏｍ）一词的演变

为例。在古希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等人为了解释物体构成而提出 “原子”概念，

意为 “不可分割”，是最小的物质构成单位。但这时的原子概念是纯粹抽象思辨的产

物，是一个前科学概念。在１７世纪至１９世纪初，经过波义耳、拉瓦锡、道尔顿等

人的工作，原子被视为物质构成的基本元素，化学变化的最小单位，仍然保留了
“不可分割”的古义，但开始成为一个科学概念。科学家后来发现，原子内部并非不

可分割，而是有着复杂的结构：原子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其中质子和中子又

都由夸克组成，质子和中子合起来组成了原子核，电子则围绕着原子核旋转。为了

解释原子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科学家们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

释模型，如道尔顿的原子模型，现代量子力学模型等等。显然，从古希腊的 “原子”

概念到当代科学的 “原子”概念之间有连续的历史，不是每次都在重新命名，都在

谈论全新的对象。“原子”作为语词、名称或概念的意义，随着人类的认知进展而变

化，它目前的意义只是人类先前认知成果的浓缩和总结。因此，要了解 “原子”的

完整意义，需简单回溯它的完整使用历史。

（３）语言某些要素的变化会在语言内部引起连锁反应。一门语言是一个相互关

联的整体，不仅它的音位、词汇、句法和语义等模块之间相互关联，而且各个模块

内部也相互关联。某一个小的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例如，在印欧语系中，很多词有共同词根，倘若词根的形式或语义发生变化，有可

能引起一大堆词的字形或语义相应变化。英语词中一个词常有很多衍生词，举
“ｊｕｓｔｉｆｙ”为 例。它 是 动 词，有 许 多 变 形，如 过 去 分 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动 名 词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形容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ｅ”和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ｖｅ”，名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ｒ”等。每一个词的词义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关联词的词义变化，以及

与这些词搭配的其他词的词义变化。在论证 “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时，美国哲学

家蒯因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多位语言学家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当各自独

立学习和翻译该部落的语言时，面对同样的言语行为证据，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甚

至彼此冲突的翻译方法，例如把土语 “ｇａｖａｇａｉ”译为 “兔子”，或 “兔子的未分离

部分”，或 “兔子的时间段”，甚至是 “兔性”，只要他们在翻译土语的其他部分时作

出足够必要的弥补性调整。蒯因举例说，在翻译法语构造 “ｎｅ…ｒｅｉｎ”时，我们可

把其中的 “ｒｅｉｎ”译为 “任何东西”（ａｎｙｔｈｉｎｇ）或 “无一东西”（ｎｏｔｈｉｎｇ），只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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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ｎｅ”时作弥补性调整：在前一译法中，将 “ｎｅ”译为不起作用的多余构造；

在后一译法中，将 “ｎｅ”译为 “并非”（否定）。

在语义学中，很多理论力图说明词汇意义的相互关联和词义变化的连带影响，

其中有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最先提出的语义场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首先，语言中
的词汇在语义上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语义场，即
由一组有意义关联的词语所组成的集合。语义场有层级之分：一个总语义场下可有
若干子语义场，以及子子语义场等等。例如， “食物”语义场包括 “水果”、 “肉食
品”、“蔬菜”、“粮食”等子语义场，而 “粮食”子语义场则包括 “大米”、“小麦”、
“玉米”等子子语义场。其次，语义场很不稳定，处于不断变化中———旧词消失，新
词出现；由此导致词汇之间语义关系的重新调整。很多时候，一个词的词义扩大了，

其邻近词的词义就会缩小。因此，只有考虑到同一语义场内一个词语与其他词语的
语义关系，才能确定那个词的精确含义。例如，英语词 “ｗｅｅｋ”构成一个语义场，

其 元 素 有 Ｍｏｎｄａｙ、Ｔｕｅｓｄａｙ、 Ｗｅｎｄｎｅｓｄａｙ、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Ｆｒｉｄａｙ、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和

Ｓｕｎｄａｙ。若撇开该语义场中元素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真正厘清其中单个词语的意
义。再次，不应该孤立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而应把一语言的词汇看作一个完整
系统，从语义结构角度去综合探寻词语在词典中静态的纵向关联和在语言实践中动
态的横向关联。传统的历时语义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孤立地追溯
单个词语在语义上的历史演变。

至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应用如上概述的ＳＣＬＭ 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如何
做，能够获得哪些理论成果，新的研究方式如何对待在二元进路中已经取得的语言
学成果，这些问题有待笔者和其他学界同仁进一步思考。

〔责任编辑：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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